
主题研讨:数据权利前沿问题

数据分层确权的法理构造

———基于流通效率与利益平衡的视角

时建中

　 　 内容提要:数据产权制度的模糊性导致数据要素市场面临供给侧激励不足、流通端动

力匮乏与利用端价值受限的三重困境,其根源在于现行权利配置未能适配数据的双重属

性。 数据应分层确权,通过主体、客体、内容与权利强度的四维解构,构建兼顾数据要素流

通效率与多元利益平衡的框架。 主体分层以“内容主体—行为主体”二元界分厘清权益

归属,明晰权益边界。 客体分层通过“关于”类数据与“控制或处理”类数据的分类实现精

准治理,既强化原生信息利益保护,又激励行为主体积极处理数据。 权利内容分层依托

“三权分置”解构权能模块,适配数据形态演进。 权利强度分层通过梯度化设计,在数据

双重利益与流通效率之间建立动态平衡。 这一体系突破了“重流通轻安全”或“重保护轻

利用”的二元对立,系统回应了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核心矛盾。
关键词:数据产权　 分层确权　 流通效率　 利益平衡

时建中,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实验室)教授。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市场化

配置效率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的构建。 我国高度重视数据要

素的基础性作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

见》(下称“数据二十条”)提出,要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规则,构建促进使用和流通、场内

场外相结合的交易制度体系。 然而,在政策加速布局的背景下,数据要素市场仍面临结构

性矛盾,数据产存转化率低,数据产得出却难流通,看起来海量用起来却不多。 关键原因

在于数据流通环节中存在风险成本过高与数据流通收益较低的矛盾,这也进一步加剧了

市场主体的信任缺失与参与动力不足。 这一困境背后,折射出制度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双

重错配———数据产权制度的模糊性,其既无法为流通风险划定清晰的责任边界,亦难以通

过收益分配机制激活市场信心,最终制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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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律框架下,《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均侧重风险管控,但对

数据权益的界定仍停留于“防御性保护”层面;“数据二十条”虽提出“三权分置”的改革

方向,但却未解决权能边界模糊、主体利益失衡等根本问题。 由此导致三重困境凸显:在
供给侧,企业因确权缺失陷入“合规即自缚”的保守策略,个人数据供给意愿低迷;在流通

端,权属争议推高交易成本,合规风险抑制市场活力;在利用端,产权链条断裂引发“低质

量供给—低价值应用”的恶性循环。 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产权创新破解数据流通难题,
实现“安全可控”与“价值释放”的兼容,成为政策设计与学术研究的共同关切。 本文立足

数据分层确权的法理构造,提出以主体、客体、内容与权利强度的四维解构为核心的新型

框架,旨在为平衡数据保护与流通效率提供一种理论方向与实践参考,助力破解数据要素

市场化进程中的现实难题。

一　 产权缺位下数据流通的三重困境

(一)供给侧困境: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激励不足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的高质量供给是驱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然而,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仍面临显著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目前,全国数据要素供给端存

在“三低一高”特征:企业数据资产化率低、公共数据开放率低、个人数据有效供给率低,
数据要素沉淀率高。 这一问题的本质源于数据产权制度的模糊性与非稳定性,导致数据

要素持有者缺乏持续投入和优化数据质量的制度性保障。 清晰的产权界定是要素市场化

配置的前提,而当前数据要素供给侧的阻滞恰是产权制度缺位的现实投射。
  

企业对数据要素的生产性投入需要以稳定的产权预期为前提。 现行法律体系对数据

产权归属的模糊界定,导致企业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环节的

投入难以获得可预期的保障。 其结果是企业倾向于采取数据囤积策略,通过构筑“数据

围墙”来维系竞争优势,而非通过市场流通实现要素价值。 “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数据资

源持有权”概念,正是试图破解这一困境的制度创新。 但现行法律框架下,持有权的法律

属性、权能内容及保护路径尚未明确,无法为企业数据资产化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 当数

据资源无法转化为受法律保护的客体时,企业在数据质量管理、合规治理等方面的投入必

然趋于保守,直接制约供给侧数据要素的质量提升。
  

个人数据要素的有效供给面临法律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冲突。 从法律维度观察,《个

人信息保护法》构建的“个人信息权益”本质上属于防御性人格权范畴,其制度设计侧重

风险防范而非经济价值实现。 从经济维度观察,个人作为数据来源主体,既缺乏对数据要

素财产价值的控制权能,也难以分享数据流通产生的经济收益。 这种产权配置的失衡导

致个人在数据供给中呈现“理性冷漠”:当数据控制者需要扩大数据采集范围或提高数据

精度时,个人缺乏主动配合的经济激励,往往选择最小化数据供给以降低隐私风险。
  

公共数据供给的制度性障碍,本质上是因客体的模糊性与权利结构的复杂性所衍生

的系统性矛盾,其困境根源可归结为以下层面。 一是公共数据的内涵与外延模糊。 在地

方立法实践中,公共数据这一概念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混乱。 概念是制度生成的基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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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泛滥、缺失界定、逻辑关系混乱,带来的必然是制度建设的不协调。〔 1 〕 二是开放标准

的制度性虚置。 权利客体的混杂性必然引致开放标准失序。 虽然《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

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强调要明确公共数据开放的权责和范围,编制公布开放目录并动态

更新。 但目前由于上位法的缺失,各省公共数据开放条例缺乏细化的数据分级分类标准,
导致开放尺度不一。 三是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制度混淆。 “数据二十条”提出要“加强汇聚

共享和开放开发,强化统筹授权使用和管理”,并未明确“管理”的法律属性。 实践中,政
府部门常将“数据管理权”异化为事实上的排他性控制权以及所有权。〔 2 〕 数据的所有权

安排应由基本法律予以规定,数据的国家所有则是一个宪法问题。 四是在权利客体模糊

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开放数据时面临“越界处分第三方权益”和“安全风险泛化”的双重约

束,必然倾向于将数据管理置于数据服务之上。

(二)流通端困境:数据开放与流通动力不足
  

数据要素的流通效率是衡量市场化配置水平的核心指标,然而当前我国数据流通领

域普遍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 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产权制度缺位导致的市场机制失灵,
具体表现为交易成本畸高、合规风险不可控以及市场机制断裂等系统性矛盾。

  

在交易成本方面,数据流通需以清晰的产权界定为前提,但现行制度下数据权属的模

糊性迫使交易双方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权属确认与风险防范。 以企业数据交易为例,买方

需额外验证数据来源合法性、加工过程合规性以及第三方权益无争议性,此类非生产性成

本显著削弱流通意愿。 更为本质的矛盾在于,数据资源的可复制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使得传统“所有权转移”模式难以适配,而“数据二十条”提出的“三权分置”框架尚未形

成可操作的交易规则。 其结果是,市场主体不得不依赖复杂的合约条款(如使用范围、收
益分成、侵权责任)来替代产权保障,导致交易成本呈指数级增长。

  

在合规风险控制方面,数据流通涉及多维度法律规范的交叉适用,产权制度缺位放大

了法律冲突的负面效应。 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侧重人格权益保障,《数据安全法》偏重安

全管控。 此类法律竞合实质是数据产权客体未类型化的必然结果———当数据权益的法律

属性(人格权、财产权、公共管理权)未被清晰界分时,市场主体在流通数据过程中必然陷

入“合规即自缚”的困境。
  

在市场机制衔接方面,产权模糊必然导致产权登记与定价体系的双重失效。 健全的

产权制度需配套登记公示与价值评估机制,但当前实践暴露出两个结构性缺陷。 一是登

记制度形式化。 数据产权登记虽在多地试点,但其法律效力仍停留于“初步证据”层面。
登记机构仅进行形式审查,无法解决实质权属争议,导致登记证书的市场认可度低。 二是

数据资产估值体系缺失。 数据价值高度依赖应用场景,不同场景下的数据价值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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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时建中:《数据概念的解构与数据法律制度的构建———兼论数据法学的学科内涵与体系》,《中外法学》2023
年第 1 期,第 34 页。
贵州、重庆、山西、福建和广西等 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了明确的规定。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广西的相关规定,
该自治区曾在 2019 年发布的《广西政务数据“聚通用”实施细则(试行)》第 4 条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法拥

有广西政务数据的所有权”,随后又在 2020 年发布的《广西政务数据资源调度管理办法》第 4 条规定,“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法拥有广西政务数据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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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现行资产评估标准难以适配数据资源的可复制、非排他和非竞争特性,产权的模糊

进一步加剧了定价的复杂性。 在实践层面,尽管“一地一所”的市场格局即将形成,但因

数据基础交易规则的缺失,场内数据供给和需求明显存在不足。〔 3 〕

(三)利用端困境:数据价值释放效率受限
  

数据要素的最终价值需通过实际应用场景实现,但产权制度的系统性缺失使得供给

端与流通端的矛盾传导至利用端,形成“低质量供给—低效流通—低价值应用”的恶性循

环。 这一困境的本质是数据要素的产权链条断裂,导致其经济价值无法在应用环节充分

释放。
  

产权制度的模糊会导致高价值数据需求与低效供给体系的结构性错配。 这种错配会

产生以下负面效应。 第一,产权模糊导致供给端数据质量失控,迫使应用端技术开发陷入

“垃圾输入—垃圾输出”的困境。 产权明晰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而数据要素的权属模

糊使得生产方缺乏投入质量改进的激励。 当此类劣质数据流入应用端,技术开发者则被

迫承担超额治理成本,如额外投入算力资源进行数据清洗。 即便如此,仍然存在大量低质

量数据拉低应用质量。 此类“垃圾输入—垃圾输出”的传导链条,本质上是由产权制度缺

位引发的市场机制失灵。 第二,产权缺失会拉升数据获取与治理的制度性成本,挤压应用

场景的有效投入。 数据权属模糊迫使企业将资源投入非生产性环节,如数据交易过程中

的合规成本。 合规风险泛化催生防御性技术方案,如为规避权属争议部署联邦学习技术,
加大非应用性投入。 产权交易标准缺失,导致技术性适配成本高,例如企业需投入额外成

本开发多个异构数据接口。 此类制度性成本挤占本应用于算法优化、模型迭代的创新预

算,形成“高合规投入—低技术产出”的扭曲配置格局。 第三,产权制度缺位会导致市场

结构失衡,导致中小企业无法获得基础数据资源,应用场景的多样性创新被抑制。 头部企

业通过排他性行为构筑“数据围墙”,形成非竞争性资源壁垒。 这种垄断格局无疑会挤压

中小企业的数据获取空间。 当新进入者因数据壁垒无法挑战在位者时,市场将陷入“创

新停滞—场景同质化”的低水平均衡,最终削弱数据要素的整体社会价值。

二　 数据确权的重心转移:从所有权到数据权利

(一)数据确权的基本内涵
  

所谓数据权利本质上处理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人和人之间围绕数据产

生的关系。 数据确权就是法律对于社会关系主体之间围绕数据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

制度安排,目的就是要通过数据权利来保护正当的数据利益。 其实,数据确权之所以成为

一个难题,是因为数据利益以及数据利益产生的机制非常复杂。 数据确权之所以成为一

个命题,是因为数据权利是数据法律制度的内核。
  

数据确权要区别数据权利(data
 

rights)和数字权利( digital
 

rights)。 区别数据权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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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4 年中国数据交易市场研究分析报告》,第 13 页,https: / / www. caict. ac. cn / kxyj /
qwfb / ztbg / 202408 / P020240816544947002101. pdf,最近访问时间[2025-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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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权利,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信息与数据、数字与数据、数字化和数据化之间的差异和

关系。 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数字是传输信息的技术方式,在不同的智能终端之间,信息是

被传输的对象,数据是传输的载体,数字是传输的形式。 在传输的过程当中,信息、数据、
数字三者虽然合一,但不是同一个事物,三者有各自的制度需求。 应在把握技术规律、市
场规律和法治规律的前提下,讨论研究对象及其权利的配置。 不仅数字、数字化、数据化、
信息和数据有很大的差别。 而且,数据权利与数字权利也有非常大的区别。 数字权利是

人权(human
 

rights)在数字时代的一种表达,数据权利是数据在要素化资源化过程当中的

一种权利配置。
  

数据确权的核心在于通过权利配置平衡数据控制、流通与利用中的多元主体利益。
这需在价值释放与权益保护间建立动态均衡。 目前,对于如何进行数据权利配置,学界存

在诸多观点。 部分学者认为,数据权属不清会阻碍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利用,提出了包括个

人数据所有权、〔 4 〕 数据文件所有权、〔 5 〕 数据新型财产权、〔 6 〕 数据用益物权、〔 7 〕 数据知识

产权、〔 8 〕 数据双重权益结构
 

〔 9 〕 等多种确权方案。 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
反对理由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据确权与数字经济的运行规律相悖;〔10〕 二是

数据自身的特征难以使其成为权利的客体;〔11〕 三是确权无助于解决数据利用过程的争

议;〔12〕 四是数据确权会阻碍数据的流通和利用;〔13〕 五是我国数据保护水平已经足够高,
数据确权无实际意义;〔14〕 六是数据因其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而具有公共物品属性。〔15〕

(二)数据资源特性下所有权模式的悖论
  

厘清数据的基本属性是探究数据权利构造的前提与基础。 “数据二十条”强调要“遵

循发展规律,创新制度安排”。 数据产权的构建必须要顺应数字经济的规律、数据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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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技术的规律和法治的规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

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这表明,我国已经将数据视为一种全新的

生产要素。 将数据定义为生产要素,就意味着数据具有了资源属性。 数据资源的特征主

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从生产要素的视角来看,数据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可复制性、非竞争

性与数字技术不可分离性的特征。〔16〕 具体来说,数据的价值不会随着它的使用而减少,
随着深度挖掘和分析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通过重组、再利用、扩展使用等方式不断产生

出新的价值,从而决定了数据资源的非竞争性。 数据因其电子化的独有记录方式而区别

于有体物,从而具有可复制性和非排他性,可以同时被多个主体进行控、处理和利用,而且

互不妨碍。 数据要素化的过程,就是数据的处理过程。 数据要素赋能生产经营活动和数

据处理均离不开数字技术。 只有经过数字技术处理的数据,才有可能从信息载体转化为

具有生产要素属性和经济价值的实际资源。 从产权视角来看,数据资源具有稀缺性、可支

配性和经济价值。 数据的可复制性和非排他性虽然使数据在应然状态上并不稀缺,但在

实然状态下,数据控制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等方式打造数据孤岛,人为制造稀缺性。 数据

虽不同于有体物,但是其以电子形式被储存在计算机等设备上,数据控制者可以通过这些

设备对数据进行访问、处理、修改、删除等操作,在效果上已经产生了与实际占有相同的控

制效果,因而具备可支配性。〔17〕
  

作为资源载体,充分开发利用数据资源是制度构建的核心目标之一。 只有将数据作

为生产要素最大程度地融入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多个经济环节,才能发挥其对经济

的驱动作用和赋能作用。 所以,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只有更大范围、更大程度、更高质量、
更高效率地开发和利用,才能够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

据要素潜能。 数据的真实价值就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绝大部分隐藏在表面之下。〔18〕

发掘数据的价值在于推动数据要素的共享、流通和利用,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来实现

这一目标成为了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 “数据二十条”强调,要“构建适应数据特征、符合

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彰显创新引领的数据基础制度”。 制度的安排必

须围绕数据的基本属性展开。 数据资源的特征决定了以“绝对权”为核心的权利安排体

系无疑是不科学的。 传统所有权模式的刚性排他性设计与数据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可
复制性特征产生根本冲突。 此种冲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所有权的制度效能

建立在资源稀缺性与使用排他性基础上,而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颠覆了这一逻辑前提,过
分强调排他性无疑会限制数据资源的充分开发和价值释放;二是所有权制度依赖权利客

体的稳定性,而数据的可复制性所导致的权利客体泛化和权属追溯困境瓦解了这一基础;
三是所有权要求权能体系的完整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而多主体可同步控制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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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同一数据且产生独立价值的情况,会导致权能无法闭合。 因此,盲目配置所有权会导致

“过度排他—流通阻碍”的制度困境。 应当从淡化所有权、强调数据相关权利的角度出发

完善权利安排。 具体需以如何平衡数据之上多元主体的信息利益和如何使数据资源可以

被更多主体合法持有、加工、利用的角度出发,探索出一条有利于数据资源更大范围、更大

程度、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开发利用的权利构建路径。
(三)数据权利分层构造的正当性
  

目前学界对于反对确权的呼声不断,但是单纯的行为保护模式并不足以为不同数据

主体的相关权益提供全面保护,只有通过有效的数据权利配置,才能更好地明确数据行为

边界,对数据正当利益给予承认和保护。 具体来看,数据权利保护机制设立有以下两方面

必要性。
  

一方面,建立数据权利机制能够避免“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理论阐释了缺乏维护

的免费公共资源容易被人们过度利用,导致最终出现公共资源枯竭的现象。〔19〕 有学者对

该理论适用于数据确权提出了质疑,认为数据具有非损耗性与可重复利用性,这使得反复

利用并不会对新型数据财产产生损耗,反而会带来一定益处。〔20〕 诚然,数据作为资源具

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可复制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决定了数据资源的广泛利用不会带

来资源枯竭,反而会呈现数据越用越多、越用价值越高的现象。 但这仅关注到了数据的资

源属性,忽略了数据的信息载体属性。 数据上承载着个人信息、政府信息、国家秘密、公共

信息、经营信息等信息安全和信息利益,大量的非法收集、不当利用、非法交易行为使得数

据时常处于公地悲剧的风险之中。 也有学者指出,“公地悲剧”理论适用于数据确权存在

前提性缺陷,数据背后存在权益相关者。〔21〕 然而,缺乏权利制度的安排,即使是权益相关

者也无法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 权利机制的建立是为了承认和保护数据相关各方的正

当利益,只有厘清数据信息利益和数据资源利益,构建数据信息权利和数据资源权利机

制,才能既兼顾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又兼顾数据安全的保障。
  

另一方面,建立数据权利机制能促进数据流通与利用。 学界存在不少观点认为,数据

确权不仅不会促进数据的流通与利用,反而会形成阻碍效果。〔22〕 形成这些观点的主要原

因是反对以绝对权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排他性保护。 笔者对此也持赞同态度:首先,所有权

的安排会便利既得利益者采取“广积数据,高筑围墙”的经营策略,固化“数据孤岛”格局;
其次,数据所有权的安排与数据的资源属性相悖,与数字经济的基本规律不符。 但是,这
不意味着应直接否定数据权利机制的建立。 目前数据交易的规模不大,且多集中于场外。
缺乏具体权利制度的安排一方面导致数据安全风险不可控,数据交易各方无从判断数据

来源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尤其在《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压之下,形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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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交易之局面;另一方面,数据多控制于互联网平台手中,强大的市场势力难免会影响数

据的公平交易,中小企业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自然会阻碍其参与数据交易的积极性。 因

此,可以采取弱化排他性权利的中间道路,数据权利的非排他性安排有助于发挥数据资源

的赋能价值。
  

数据权利的分层构造是破解传统所有权模式困境的制度创新,其正当性根植于对数

据特性、法律逻辑与市场规律的回应。 主体、客体、内容与强度的分层设计可实现权益配

置的精准化与场景适配性,具有如下正当性。 第一,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涉及多主体参

与,权利主体分层旨在界定各方权责边界,避免“全有或全无”的排他性冲突。 通过主体

分层,既保障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又激活企业创新动力。 第二,权利客体分层是根据数

据性质与风险等级分类确权,避免“一刀切”管理导致的效率损失或安全失控。 客体分层

回应数据复杂性,个人数据侧重人格权保护,企业数据侧重产权激励,公共数据侧重公益

价值释放,避免“混同管理”导致的权利冲突。 第三,权利内容的分层在于权能解构与分

层配置。 将数据权利拆解为可分割、可组合的权能模块,适配数据流通链条中的多元需

求。 内容分层突破“全权控制”思维,控制权守住安全底线,使用权激活流通效率,收益权

保障持续投入。 第四,强度分层通过“分类施策”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再平衡。 高风险数据

严控流通,中风险数据有条件利用,低风险数据充分流通。
  

总体来看,数据权利分层构造的正当性体现为“四维适配”:一是主体适配,有利于平

衡个人、企业与公共利益;二是客体适配,有助于回应多元数据类型的不同利益诉求;三是

权能适配,解构权能以实现精细治理;四是强度适配,通过梯度管控防范系统性风险。

三　 数据分层确权的法理构造

(一)数据确权的基础:数据双重利益的承认与保护
  

法律并不创造利益,法律只是发现哪些利益迫切要求获得保障,就把它们加以分类并

或多或少地加以承认。〔23〕 数据权利的配置是对正当数据利益给予承认和保护。 基于数

据资源的价值基础和增值过程,数据利益可以解构为数据内容相关利益和数据行为相关

利益。
  

因数据同时具有信息载体和资源的双重属性,数据内容相关利益亦是双重的,即信息

相关的利益和资源相关的利益。 作为信息载体,维护数据之上的信息利益是制度构建的

核心目标之一。 数据的来源构成复杂,包括个人数据、政务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等,
这些数据之上分别承载着与个人信息、政府信息、国家秘密、公共信息、经营信息相关的信

息安全和信息利益。 易言之,数据之上承载着多元主体的利益,数据的利用自然会涉及国

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冲突。 因此,数据相关制度的安排必须考虑如何平衡多元主体之间的

信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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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行为相关利益,源于数据因处理而增质和增值。 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数据

权益的生成与增值遵循“要素化、资源化、市场化”的演进逻辑。 在数据处理各环节中,数
据价值呈现显著的梯度跃升特征:数据收集构成价值捕获的初始环节,通过技术手段实现

离散信息的数字化留存与原始积累;数据存储通过对异构数据的结构化汇聚,将数据转化

为资源;数据加工通过对数据资源的处理,进一步将其价值跃升为生产要素;数据传输阶

段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可控机制,为数据要素的市场化筑牢基础;数据提供与公开服务于

数据价值拓展;数据使用则通过多源数据融合与场景化应用,最终完成数据要素向生产力

的转化。 数据权益的正当性基础根植于处理者投入的创造性劳动与资本要素。 数据价值

的释放离不开上述处理环节,数据的合法处理者当然应享有正当的数据利益。

(二)权利主体分层:数据内容主体与数据行为主体
  

数据种类、状态、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数据赋权的复杂性。 因此,构建以数

据权属体系为核心的数据法律制度,必须关注不同数据主体的正当数据利益。 数据利益

可以解构为数据内容相关利益和数据行为相关利益。 数据利益相关者,包括数据内容利

益相关者和数据行为利益相关者两大类数据主体,即数据内容主体和数据行为主体。
1. 数据内容主体
  

数据内容利益相关者主要解决“关于谁的数据”这一问题,即与数据内容相关的数据

利益相关者。 数据内容主体的界定遵循“数据记录内容—权益归属对象”的对应逻辑,其
本质是数据内容在法律主体层面的投射。 简言之,数据内容主体的划分是为了维护数据

之上的多元信息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根据数据内容与主体间形成的原生性关联关系,可
将数据内容主体类型化为以下三类:个人数据主体,即基于个人信息、隐私相关权益的原

生性主体;企业数据主体,即基于劳动增值与财产权益相关的原生性主体;公共数据主体,
即基于公共利益治理与维护相关的管理性主体。 当然,从实践角度出发,个人数据、企业

数据和公共数据的交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数据所承载的内容利益不可划分,
更不意味着内容利益相关者不能区分。 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能够为自然人提供个人

信息利益方面的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能够保护企业数据中涉及的商业秘密或竞争利

益;《数据安全法》规定,国家对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

数据实行严格管理制度。
2. 数据行为主体
  

数据行为即数据处理行为,是数据法学的基础概念。 在法律层面,《数据安全法》 《个

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均有列举式规定。 例如,《数据安全法》第 3 条第 2 款规定,
“数据处理,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4 条第 2 款在延续《数据安全法》列举的七种数据处理行为的基础上,增加了“删除”行

为。 《网络安全法》第 76 条第 4 项规定,“网络数据,是指通过网络收集、存储、传输、处理

和产生的各种电子数据”。 在《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处理”是一个上位

概念;在《网络安全法》中,“处理”则是一个与其他行为并行的概念。 从这些规定可见,相
关规定的内涵与外延并不一致。

  

在地方数据立法层面,关于数据处理行为的外延,同样有较大差异。 例如,《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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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条例》创设了“销毁”行为,《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创设了“开放”行为,《上海市数

据条例》创设了“归集、整合、共享、开放、运营”等行为。〔24〕 不仅如此,作为我国数据基本

政策的“数据二十条”亦引入了一些新的数据处理行为,例如,数据来源、生成、生产、采
集、持有、托管、加工、流通、交易、应用、治理、供给、跨境流动等。 这些数据处理行为与

《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

等处理行为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又如,“数据二十条”引入的“采集”与前述两部法律

规定的“收集”在规则和后果等方面有无区别? 再如,数据采集与数据收集、数据应用与

数据使用、数据供给与数据提供、数据交易与数据流通存在哪些差异? 须知,数据行为不

同,则数据利益不同、数据法律关系的内容亦不同。 法律概念既是制度体系的支点,又是

法学研究的起点。 数据行为概念的确定性,直接影响数据行为规则的合理性、数据法律关

系内容科学性。 因此,无论引进或者自主创设与数据行为相关的概念,都应符合数据的特

征、遵循数字经济的规律。
  

数据行为利益相关者主要解决“数据怎么处理以及由谁处理”这一问题,即与数据行

为相关的数据利益相关者。 如果仅根据《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数据处

理和个人信息处理相关规定,则包括数据收集行为及收集者、数据存储行为及存储者、数
据加工行为及加工者、数据使用行为及使用者、数据传输行为及传输者、数据提供行为及

提供者、数据公开行为及公开者、以及数据删除行为及删除者。 数据收集者为收集数据需

投入数据采集技术研发、合规审核人力及收集设施建设等成本。 数据存储者为存储数据

需投入存储设施建设与安全技术(如加密、灾备系统)等成本。 数据加工者为处理数据需

投入算法开发、算力资源及数据清洗工具等成本。 数据使用者为利用数据需投入分析工

具采购、场景适配开发及合规风险培训等成本。 数据传输者为流通数据需投入传输协议

研发、跨境合规团队及安全技术(如隐私增强计算)等成本。 数据提供者为共享数据需投

入数据标准化整理、法律风险咨询及共享平台搭建等成本。 数据公开者为开放数据需投

入脱敏技术开发、公共利益评估及合规审核机制等成本。 数据删除者为销毁数据需投入

删除工具研发、备份数据管理及合规流程设计等成本。 因此,鉴于数据从业者在技术研

发、人力投入及合规建设等维度的实质性成本,其通过数据处理行为形成的正当权益应获

得法律的确认与保障。 数据处理行为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核心路径。 若数据行为主体

的正当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护,则数据要素的流通效率与价值转化能力将被严重抑制。
唯有构建兼顾劳动回报与风险防范的权益保障机制,方能实现数据要素市场“保护有力

度、流通有效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前,数据权利的配置难点在于,涵盖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的数据集合在处

理过程,如何通过精准的权利配置平衡数据内容相关利益和数据行为相关利益。 如果过

于强调数据内容相关利益,弱化对数据行为相关利益的保护,无疑会阻碍数据的流通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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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释放。 因此,必须要同步承认数据行为利益,精准定位数据处理过程中的各个处理主

体,并承认和保护其正当利益。

(三)权利客体分层:数据科学分类的双层标准
  

数据确权要区别不同数据类型、不同数据结构。 研究数据权利,需要深入解剖数据的

类型、数据内部的数据结构,以完成更为精准的数据权利配置。 没有分类就无法进行深入

的学术研究和科学的制度安排及其精准实施。 虽然“数据二十条”将个人数据、企业数据

和公共数据并列,但在逻辑上,三者并不是基于同一标准划分的结果。 就个人数据而言,
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定义和《数据安全法》对于数据的定义,可以认为个

人数据就是与自然人相关的数据。 此处对于个人数据的分类标准采用的是“主体相关

性”。 就公共数据而言,“数据二十条”指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

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 这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公共数据的内涵和外延。 可以

发现,此处对于公共数据的分类是基于“主体相关”和“行为相关”的标准进行划分的。 就

企业数据而言,根据国家数据局《数据领域常用名词解释(第二批)》,企业数据是指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形成或合法获取、持有的数据。 这里的企业数据分类是基于“行为相关性”。
  

数据的分类是确权的逻辑前提,当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定义的维度都不同

时,难免会导致数据之间因边界模糊而产生交叉重叠,使得数据权利配置的制度根基产生

结构性缺陷。 只有根据数据的双重利益,对数据作“关于”类和“控制或者处理”类的区

分,才更具有科学性。 具体来讲,“关于”类的数据,侧重主体与数据所承载的信息内容的

相关性;“控制或者处理”类的数据,侧重主体与数据处理行为的相关性。〔25〕

1. “控制或者处理”分类标准下权利客体的明晰
  

“数据二十条”对数据基础制度的建立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数据基础制度建立的

主要使命是在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前提下,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促进数据要素流转,释放数

据价值。 这一大前提意味着我们在对数据进行分类时,首先需要侧重于研究何种分类能

够有利于数据要素的流转。 “控制或者处理”类的数据,侧重主体与数据处理行为的相关

性,此种分类目的更加关注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控制或

者处理”分类标准的核心内涵在于其聚焦数据处理行为的动态过程以及主体对数据施加

的技术性控制和增值性劳动。 它关注的是数据当前处于何种处理状态、由谁在处理、处理

行为对数据形态和价值产生了何种改变。 该标准强调数据的资源载体和要素属性,其核

心价值在于识别和界定数据处理行为主体基于其投入(劳动、技术、资本)对特定形态的

数据所享有的有限财产性权益,并为促进数据流通、释放数据价值提供制度框架。 它回应

的是“数据在由谁处理以及处于什么状态”的问题,旨在适配数据从原始状态到资源化、
要素化、市场化应用的动态演进规律。 该分类体系具有双重优势:一是流通适配性,即匹

配数据要素化、资源化、市场化的基本规律;二是权能可分性,即契合数据产权分置改革的

制度设计。 后续研究如何平衡保护数据之上多元信息利益之时,“关于”类的数据分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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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将起到关键作用。
  

“控制或者处理”类的数据的外延是根据数据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不同处理阶段和

形态特征进行分类。 结合国家数据局《数据领域常用名词解释(第一批)》及相关理论和

实践,具体有如下五类:(1)原始数据:指初次产生或源头收集的、未经加工处理的数据。
(2)结构化存储数据:是指一种数据表示形式,按此种形式,由数据元素汇集而成的每个

记录的结构都是一致的,并且可以使用关系模型予以有效描述。 (3)衍生数据:是指数据

处理者对其享有使用权的数据,在保护各方合法权益前提下,通过利用专业知识加工、建
模分析、关键信息提取等方式实现数据内容、形式、结构等实质改变,从而显著提升数据价

值,形成的数据。 (4)传输流转数据:处于跨系统、跨主体交互过程中的动态数据,如 API
接口调用的实时数据。 (5)开放数据:是指可以被任何人自由获取、使用和共享的数据。

   

简言之,“控制或者处理”类标准是基于数据的状态(处理阶段 / 形态)和行为主体进

行确权分类,其目的是界定数据处理者基于其行为贡献对特定形态数据享有的有限财产

性权利(持有、使用、经营)的范围和边界,为构建促进数据流通、激励数据处理投入、实现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权利运行机制提供基础。
2. “关于”类的数据标准下权利客体的分级
  

“关于”类的数据,侧重主体与数据所承载的信息内容的相关性,此种分类目的更加

关注数据之上信息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平衡保护。 “关于”类标准的核心内涵在于其聚焦

数据内容本身与特定主体之间存在的原生性、描述性关联。 它关注的是数据记录了什么

信息、这些信息描述或指向的是哪一类特定主体。 这种关联是内在的、固有的,不依赖于

数据处理行为而改变。 其核心价值在于识别和界定数据所承载的原生信息利益的归属主

体,为平衡保护数据之上多元主体的核心权益(如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安全、公共利

益)奠定基础。 该标准强调数据的信息载体属性,是构建数据权利体系中保护性规则(特

别是限制性规则)的逻辑起点,旨在回应“数据是关于谁的”这一根本问题,确保数据之上

承载的关键信息利益不被数据处理活动所侵害。
  

其外延覆盖了所有与特定主体具有原生关联的数据类型,主要依据数据内容描述的

对象进行分类,具体有如下三类。 (1)与个人相关的数据:描述或关联到特定自然人的信

息(如身份信息、健康记录、行为轨迹),其信息利益核心在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人格

权益。 (2)与企业相关的数据:描述或关联到特定企业运营、资产或经营活动等信息(如

生产数据、客户名单、财务信息),其信息利益核心在于商业秘密、竞争优势、经营自主权

等财产或竞争性权益。 (3)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数据:描述或关联到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

信息(如医疗数据、社保数据、交通数据),其信息利益核心在于国家安全、社会管理、公共

福祉等更广泛的公共利益。 总之,“关于”类标准是界定原生信息利益的归属,为后续权

利配置中设定保护强度、划定流通边界(如限制、禁止流通)提供依据。
  

依据“控制或者处理”分类标准对数据分类后,还需对各类数据之上的信息利益分级

后进行平衡保护。 数据分级和数据分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数据分级主要从数据安全保

护的角度,考虑影响对象、影响程度两个要素进行分级。 以企业数据为例,我们必须要对

企业数据之上承载的个人信息、国家秘密、经营信息给予相应的制度保护。 因此,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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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分级是权利配置的前提,也是最大化保护企业数据之上信息利益和安全的事前

手段。 《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网络数据分类分级指引》第 6. 1 条将“影响对象”定

义为,数据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后受到危害影响的对象,包
括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个人合法权益和组织合法权益四个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将所造成

的“影响程度”从低到高分为轻微危害、一般危害和严重危害。 个人数据和公共数据都是

企业数据的来源与构成,如果仅在“控制或者处理”分类标准下对上述数据进行权利安

排,无疑是忽视了数据的信息载体属性,并且将企业的经济利益摆在了国家安全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和人格权益之前。 首先,就国家安全利益的保护而言,根据《数据安全法》,企
业控制和处理的部分数据可能构成核心数据或者重要数据,涉及国家安全,企业对这部分

数据的财产性权益的实现必须让步于国家安全。 因此,在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数据进

行权利配置时,必须施加一定限制。 其次,就公共利益的保护而言,企业数据财产性权益

的实现也必须让步于公共利益。 例如,欧盟《数据法案》第五章规定,为维护公共利益,企
业必须向公共部门机构和欧盟机构、机关或团体提供数据。 因此,即便对企业数据进行了

一定的权利配置,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目的,也可以对相关权能进行限制。 最后,就人格权

益保护而言,企业在处理数据时,不能以侵害用户人格权益为代价。 企业在收集和处理个

人数据时要遵循合理目的、最小必要和合理预期原则,预先对数据集合进行集中授权、匿
名化脱敏处理等。

(四)权利内容分层:基于“三权分置”的再思考
  

“数据二十条”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

的产权运行机制”。 从法学的角度审视,“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运行机制存在较多具有

争议的问题:第一,数据资源、数据、数据产品之间是什么关系? 第二,持有权、加工使用

权、经营权之间是什么关系? 第三,数据资源、数据、数据产品与持有权、加工使用权、经营

权之间仅仅限于一一对应关系吗? 也就是说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

经营权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吗? 持有权的客体不能是数据或者数据产品吗? 加工使用

权的客体不能是数据资源或者数据产品吗? 经营权的客体不能是数据资源或者数据吗?
以经营权为例,如果数据不能是经营权的客体,数据交易的法理基础和制度依据是什么

呢? 国家机关或者党政机关是否应该享有“数据产品经营权”?
  

在“数据二十条”的基础上,《数据领域常用名词解释(第二批)》进一步将数据产权

定义为,权利人对特定数据享有的财产性权利,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

等。 其中,数据持有权,是指权利人自行持有或委托他人代为持有合法获取的数据的权

利,旨在防范他人非法违规窃取、篡改、泄露或者破坏持有权人持有的数据。 数据使用权,
是指权利人通过加工、聚合、分析等方式,将数据用于优化生产经营、形成衍生数据等的权

利。 一般来说,使用权是权利人在不对外提供数据的前提下,将数据用于内部使用的权

利。 数据经营权,是指权利人通过转让、许可、出资或者设立担保等有偿或无偿的方式对

外提供数据的权利。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从性质方面,数据产权被定义为财产性权利。
其次,从客体方面,权利客体被统一为“数据”。 数据产权,从数据处理阶段看,上述权利

分置适配数据生命周期,持有权保障收集存储安全,使用权激励加工增值,经营权驱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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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交易,契合数据要素市场化需求。 但以上界定仍然存在以下不足性:各权利对应主体不

明晰;权利客体仍显模糊,需要进一步细分,避免因客体模糊导致权利冲突或价值抑制;权
利配置上未能充分回应不同类型数据在权利内容上的特殊需求;利益分配向处理者倾斜,
忽视数据内容主体与行为主体的利益平衡。

  

“数据二十条”强调,要“构建适应数据特征、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保障国家数据

安全、彰显创新引领的数据基础制度”。 因此,制度的安排必须围绕数据的双重利益展

开。 本文认为,在前述主体与客体的分层基础上,数据权利内容也需要分层构建。 具体来

看,以“关于”为分类标准的数据权利配置,侧重于保护数据内容利益,目的是为了平衡保

护数据之上信息利益。 以“控制或处理”为分类标准的数据权利配置,侧重于保护数据行

为利益,目的是为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利用。 数据行为相关权利的配置,需以有限财产性

权利为核心,结合数据形态的动态演进与处理者的增值贡献,明确不同阶段、不同类型数

据上“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归属与边界。
1. 数据持有权的法理构造与规范阐释
  

数据持有权是权利人对数据客体的实际控制权利。 数据持有权作为有限财产权利,
其制度建构需根植于数据处理活动的合法性基础与数据控制力的规范边界。 (1)权利取

得的合法性基础。 数据持有权的生成以合法性来源为根本前提,其取得路径包括但不限

于:意定授权路径,基于数据内容主体的明示同意或合同约定;法定赋权路径,依据公共利

益需要或法律特别规定
 

〔26〕 (如《数据安全法》第
 

35
 

条规定的政府数据调取权);劳动赋

权路径,通过实质性加工处理行为使数据脱离原始形态,形成具有独立价值的数据集。 此

三重路径体现了数据权益的复合赋权逻辑,既尊重来源主体的信息自决权,亦承认处理者

的劳动增值贡献。 (2)核心权能。 数据持有权的核心权能体现为事实控制力与防御性保

护。 其中,积极权能包括数据处理者依法收集数据后,即享有对相应数据的实际控制力。
消极权能包括他人不得非法违规窃取、篡改、泄露或者破坏持有权人持有的数据。

2. 数据使用权的法理构造与规范阐释
  

数据使用权是权利人对数据客体进行开发利用与价值挖掘的权利。 数据使用权作为

有限财产权利,其制度建构需根植于数据价值创造的合法性基础与利用行为的规范边界。
(1)权利取得的合法性基础。 数据使用权的获得以合法性利用授权为核心前提,其取得

路径包括但不限于:意定授权路径,基于数据内容主体的明示同意或合同约定;法定赋权

路径,依据公共利益目标或法律特别规定;〔27〕 劳动赋权路径,通过创造性加工行为使数据

从原始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形成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资产。 (2)核心权能。 数据使用

权的核心权能体现为对所持有数据的开发利用与防御性保护。 其中,积极权能包括使用

者对数据进行聚合、结构化存储、加工和分析的权利,以及将数据用于优化生产经营、形成

衍生数据的权利。 消极权能包括禁止他人非法干扰合法使用行为(如通过技术手段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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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例如,《数据安全法》第 35 条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或者侦查犯罪的需要调取数据,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依法进行,有关组织、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第 1 款第(二)项至第(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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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流程)。
3. 数据经营权的法理构造与规范阐释
  

数据经营权是权利人对数据客体实施市场化流转与价值实现的权利。 数据经营权作

为有限财产权利,其制度建构需根植于数据要素流通的合法性基础与市场秩序的规范边

界。 (1)权利取得的合法性基础。 数据经营权的生成以合法性流通授权为核心前提,其
取得路径包括但不限于:意定授权路径,基于数据内容主体的明示同意或合同约定;法定

赋权路径,依据公共利益目标或法律特别规定;〔28〕 劳动赋权路径,通过加工形成具有独立

交易价值的数据产品。 (2)核心权能。 数据经营权的核心权能体现为流通支配权与防御

性保护。 积极权能包括数据许可权、数据转让权和数据担保权等。 消极权能包括禁止他

人非法截取、篡改或破坏数据流通链条。

(五)权利强度分层:权益保护与流通利用的梯度平衡
  

以“关于”为分类标准的数据权利配置,侧重于保护数据内容利益,目的是为了平衡

保护数据之上的信息利益和安全利益,关注的是如何构建以人格权益(如隐私权、个人信

息权益)和公共利益(如国家安全、社会福祉)为价值导向的复合型权益平衡保护机制。
以下主要在“三权分置”基础上,嵌入“关于”类数据的内容利益保护规则,根据内容利益

保护需求,对不同数据客体的权利保护强度与流通自由度进行梯度设计,实现“保护有力

度,流通有效率”的动态平衡。
原始数据以保护隐私、商业秘密、国家安全等原生信息利益,防范数据泄露风险为主,

同时平衡保护数据收集者因收集和脱敏化处理数据所产生的正当权益。 从持有权限制而

言,权利仅及于持有人实际控制的特定数据,持有人对数据的控制力不延伸至数据所承载

的内容利益,同时具有非独占性,即允许数据内容主体向多个处理者平行授权或者转移授

权。 从使用权限制而言,使用行为不得超出授权范围或原始收集目的,不得不排斥他人通

过合法途径对同一数据源的独立开发利用。 从经营权限制而言,禁止交易涉及个人信息、
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数据,仅限脱敏后的有限流通。

结构化存储数据以保护隐私、商业秘密、国家安全等原生信息利益为主,同时平衡保

护数据存储者因投入创造性劳动与资本要素而产生的正当权益。 就持有权而言,权利仅

及于持有人实际控制的特定数据,持有人对数据的控制力不延伸至数据所承载的内容利

益;同时持有权人对其所结构化处理过的数据享有独占性,但不得阻碍数据内容主体向多

个处理者平行授权或者转移授权原始数据。 就使用权而言,使用行为不得超出授权范围

或原始收集目的;同时不排斥他人通过合法途径对同一数据源的独立开发利用。 就经营权

而言,禁止交易涉及个人信息、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数据,仅限脱敏后的有限流通。
衍生数据以推动数据流通利用为主,但需防范数据内容利益的回溯性侵害。 从持有

权限制而言,数据处理者享有排他性权利,但不得回溯原始数据。 从使用权限制而言,在
脱敏基础上,允许自由使用,但不得违反强制性规定。 从经营权限制而言,在脱敏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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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例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试行》)第 3 条规定,法人组织可以按照规范程序获得授权,对授权范

围内的公共数据资源进行开发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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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自由交易流通,但不得违反强制性规定。
开放数据则以开放流通为原则,安全为例外。 从持有权限制而言,应开放数据自由持

有,数据的持有需符合特定主体资格。 从使用权限制而言,应开放数据自由使用,但需符

合用途管制;数据需严格按照开放用途进行使用。 从经营权限制而言,应开放数据自由使

用,但需符合用途管制;数据需严格按照开放用途进行使用。
传输流转数据,根据传输流转的数据客体的不同,梯度平衡数据内容利益保护与流通

效率促进。 从持有权限制而言,根据所传输流转的数据类型(原始数据、结构化存储数

据、衍生数据、公开数据)的不同进行持有权限制。 从使用权限制和经营权限制而言,均
是根据不同数据类型施加相关限制;同时根据传输流转协议进一步施加相关限制。

  

权利强度分层的核心目的在于平衡保护不同数据客体之上的内容利益与流通利益。
如原始数据应当以隐私、商业秘密、国家安全等原生信息利益为主,严格防范数据泄露风

险。 结构化数据应当在原生信息利益基础上,强化对数据存储者创造性劳动与资本投入

的保护。 衍生数据应当以促进数据流通利用为主,但需防范对原始数据内容利益的回溯

性侵害。 开放数据侧重于流通利用。 传输流转数据因可能涉及不同数据类型,需要根据

数据类型具体调整保护强度。
  

总体来看,应通过差异化赋权与限制,构建复合型权益保护框架。 在保障数据内容利

益的前提下,结合数据内容利益的敏感程度,通过梯度机制,分场景释放数据流通潜力,最
终形成“保护—流通”的良性循环。 通过分层逻辑将抽象的数据权益转化为可操作的规

则体系,既有助于筑牢安全底线,又能够释放数据要素的市场潜能,推动数据治理从“静

态管控”向“动态平衡”演进。

四　 结 论
  

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受制于产权制度的模糊性,由此衍生的供给侧激励不足、流通端

动力匮乏与利用端价值受限三重困境,已成为制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 数

据应分层确权,通过主体、客体、内容与权利强度的四维解构,系统回应前述困境的核心矛

盾,为平衡数据流通效率与多元利益保护提供可能的制度性解决方案。 主体分层以“内

容主体—行为主体”二元界分厘清数据权益的归属与边界,在保障隐私、安全等内容利益

的同时,激励处理者创新,解决数据囤积与低效供给。 客体分层基于“关于”与“控制或处

理”的双重分类标准,实现数据治理的精准适配。 权利内容分层依托“三权分置” (持有

权、使用权、经营权)的权能解构,构建动态适配数据生命周期的权益配置机制。 权利强

度分层通过梯度化的保护与流通限制,在数据双重利益与流通效率之间建立动态平衡。
  

本文的探索在于对传统“所有权中心主义”的局限性提出反思,尝试以分层逻辑探索

数据权益配置的优化路径。 这一框架从数据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可复制性等特性出

发,关注其基本规律,通过分层确权与动态平衡设计,为调和数据保护与流通的矛盾提供

可能的解决方案。 未来研究需进一步结合实践需求,细化分层规则的适用场景与配套机

制,推动数据治理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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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prudential
 

Construction
 

of
 

Layered
 

Rights
 

Confirmation
 

for
 

Data:
A

 

Legal
 

Pathway
 

to
 

Circulation
 

Efficiency
 

and
 

Interest
 

Balance
[Abstract]　 The

 

current
 

ambiguity
 

in
 

defining
 

data
 

property
 

rights
 

stems
 

from
 

a
 

failure
 

to
 

adequately
 

addres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data,
 

resulting
 

in
 

a
 

triple
 

dilemma:
 

insufficient
 

supply-
side

 

incentives,
 

weak
 

circulation
 

momentum,
 

and
 

constrained
 

value
 

realization
 

in
 

utilization.
 

The
 

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requires
 

moving
 

beyond
 

traditional
 

“ ownership-centrism”
 

and
 

ac-
knowledging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data—technical
 

replicability,
 

economic
 

non-ri-
valry,

 

and
 

legal
 

non-excludability—to
 

construct
 

a
 

novel
 

rights
 

configuration
 

system
 

aligned
 

with
 

the
 

inherent
 

logic
 

of
 

data.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jurisprudential
 

framework
 

of
 

“Layered
 

Rights
 

Confirmation
 

for
 

Data”
 

(LRCD).
 

This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s
 

rights
 

across
 

four
 

dimensions—subject,
 

object,
 

content,
 

and
 

protection
 

intensity—to
 

reconcile
 

data
 

circulation
 

efficiency
 

with
 

the
 

balance
 

of
 

diverse
 

stakeholder
 

interests.
 

Subject
 

stratification
 

clarifies
 

enti-
tlement

 

boundaries
 

through
 

a
 

“content
 

subject
 

-
 

behavioral
 

subject”
 

dichotomy:
 

content
 

subjects
 

hold
 

rights
 

over
 

the
 

primary
 

information
 

recorded
 

in
 

data,
 

while
 

behavioral
 

subjects
 

(data
 

pro-
cessors)

 

acquire
 

limited
 

property-like
 

rights
 

over
 

value-added
 

data
 

based
 

on
 

their
 

substantial
 

in-
vestment

 

of
 

labor,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
 

the
 

processing
 

chain.
 

This
 

stratification
 

simultane-
ously

 

safeguards
 

original
 

information
 

interests
 

and
 

incentivizes
 

processors’
 

value
 

creation,
 

curb-
ing

 

data
 

hoarding
 

and
 

inefficient
 

supply.
 

Object
 

stratification
 

achieves
 

precise
 

governance
 

through
 

dual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the
 

“aboutness
 

standard”
 

focuses
 

on
 

the
 

intrinsic
 

link
 

be-
tween

 

data
 

content
 

and
 

the
 

subject
 

it
 

describes,
 

forming
 

the
 

basis
 

for
 

balancing
 

core
 

information
 

interest
 

protection;
 

the
 

“control
 

or
 

processing
 

standard”
 

categorizes
 

data
 

based
 

on
 

its
 

processing
 

state
 

and
 

stage,
 

adapting
 

to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data
 

from
 

resource
 

to
 

marketable
 

factor
 

and
 

unlocking
 

circulation
 

potential.
 

This
 

dual
 

approach
 

avoids
 

the
 

logical
 

confusion
 

and
 

rights
 

over-
lap

 

inherent
 

in
 

single
 

standards.
 

Rights
 

content
 

stratification
 

deconstructs
 

rights
 

bundles
 

via
 

the
 

“tripartite
 

separation”
 

model:
 

the
 

holding
 

right
 

ensures
 

lawful
 

control
 

and
 

foundational
 

securi-
ty;

 

the
 

use
 

right
 

incentivizes
 

data
 

processing,
 

analysis,
 

and
 

internal
 

value
 

extraction;
 

the
 

oper-
ation

 

right
 

drives
 

market
 

circul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This
 

modular
 

approach
 

allows
 

flexible
 

configuration
 

based
 

on
 

data
 

type
 

and
 

processing
 

stage.
 

Protection
 

intensity
 

stratification
 

serves
 

as
 

the
 

pivotal
 

mechanism
 

for
 

interest
 

balancing.
 

Building
 

upon
 

the
 

tripartite
 

separation,
 

it
 

em-
beds

 

rules
 

derived
 

from
 

the
 

“aboutness
 

standard”
 

to
 

design
 

gradient,
 

context-sensitive
 

levels
 

of
 

protection
 

strength
 

and
 

circulation
 

freedom
 

for
 

each
 

right
 

bundle
 

( holding,
 

use,
 

and
 

opera-
tion),

 

calibrated
 

to
 

the
 

sensitivity
 

and
 

risk
 

level
 

of
 

the
 

information
 

interests
 

carried
 

by
 

different
 

data
 

objects
 

( classified
 

under
 

the
 

“ control
 

or
 

processing
 

standard”).
 

The
 

LRCD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resolves
 

the
 

core
 

contradiction
 

hindering
 

data
 

factor
 

markets.

(责任编辑: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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